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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书考辨是顾颉刚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部分

学者认为，顾颉刚在古书考辨领域做出了不可磨灭

的功绩。其中，尤具示范意义的是考辨古书的成书

时代，其不仅将“《尚书》中的《尧典》《皋陶谟》《禹贡》

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和战国时候”①，还对《周易》

《诗经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等经书与诸子进行了大量的、

细致的考辨②。当然，这些考辨不能视为“定论”，有

的甚至存在争议，但无疑将经书与诸子的年代作为

一个问题，摆在了学术界面前③。不过，亦有人对顾

颉刚的古书考辨持批评态度，时人即直接或间接批

评顾颉刚等人将“伪书”弃之不用，处理不当④；抑或

批评其对“伪书”的研究是“枉费力气”⑤。当下一些

主流学者仍不乏类似批评，认为其将伪书“一概抹

杀”⑥，视为“‘随口编造’的废弃物”⑦，“缺乏史学之通

识”⑧。那么，这正反两面的评价孰是孰非呢？

于今来讲，前者的肯定值得重视，后者的批评则

不能成立。针对时人的批评，顾颉刚建设性地提出

了“伪书移置说”，主张将考辨出来的“伪书”置于“作

伪的时代”，使之成为了解“作伪时代”的“真书”。当

代学者则有本于这一学说，替顾颉刚的古书考辨进

行辩护，认为这种批评是一种误会⑨。于今来讲，这

些回应与辩护均能成立。问题在于，此说究竟是如

何建立的，此说在当时产生了哪些反响，对于这些疑

惑，顾颉刚与上述学者均未论及。当然，另有一些学

者在讨论其他问题时则对此说的学术渊源略有提

及⑩，但并不全面，亦不深入，甚至存在一些可商榷之

处。此外，此说的学术价值，过往学界虽有所认识􀃊􀁉􀁓，

但未能将其置于近代古书考辨的发展脉络中进行估

定。因此，本文拟对“伪书移置说”的提出缘起、学术

渊源、基本内涵以及学术反响进行一番系统的探讨，

以期进一步丰富学界对这一学说的认识，进而客观

地评价顾颉刚的古书考辨。

一、回应批评：“伪书移置说”的提出缘起

在某种程度上，一个突破性学说的提出，都不是

一蹴而就的，而是会经历一个“破茧而出”的过程。

只有对这一过程进行一番基础性的考察，才能对这

一学说有一个“近真的”认识。因此，关于“伪书移置

说”的探讨，首要在于考察这一学说的形成过程。

根据现有资料，顾颉刚早在走上“疑古”之路后

不久，便初步形成了“移置”的观念。1920年12月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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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，顾颉刚在写给胡适的《告拟作〈伪书考〉跋文书》

中表示，自己拟编辑一册《辨伪三种》。所谓《辨伪三

种》，即宋濂的《诸子辨》、胡应麟的《四部正讹》以及

姚际恒的《古今伪书考》。将这三本书合为一册，“可

使人对于伪书得到更深的印象”。此外，为了加深这

一“印象”，顾颉刚决定做一篇跋，里面包括五个表􀃊􀁉􀁔，

其中之一是“表造伪书的时代”，换言之，就是将“伪

书”置于“造伪”的时代。

在《古史辨第一册自序》中，顾颉刚将这一观念

说得更为具体、更为清楚。当时，其所排列的两个

表，一个是依照书上说的年代编排，另一个则是按照

“现在的眼光”编排􀃊􀁉􀁕。今按“现在的眼光”，如果不以

辞害意的话，即是后来的“移置”的观念。而正是有

了这一认识之后，顾颉刚对于古史的来源，就有了

“较清楚的认识”。

这一“较清楚的认识”成果之一即是“古史层累

说”。具体而言，关于禹，最早的《商颂·长发》“把他

看作一个开天辟地的神”，其次的《鲁颂》《閟宫》“把

他看作一个最早的人王”，再次的《论语》“把他看做

一个耕稼的人王”，最后的《尧典》“把后生的人和缵

绪的人都改成了他的同寅”。以此类推，“尧、舜的事

迹”也是如此。出于“这一个指示”，顾颉刚初步提出

了一个假设——“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，发生的次序

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”􀃊􀁉􀁖。由此来看，顾颉刚

之所以能够初步建立这一“假设”，要在其将《尧典》

置于《论语》之后。进言之，“古史层累说”之形成，有

赖于“移置”的观念。

1923年 5月 6日，顾颉刚在《与钱玄同先生论古

史书》的“按语”中将上述假设正式提炼为“古史层累

说”。此说发表之后，彻底摧毁了“自从盘古开天地，

三皇五帝到于今”的传统上古史系统。此后，顾颉刚

又发表了《答刘、胡两先生书》《讨论古史答刘、胡二

先生》等文章，继续“打破假的上古史”。

不过，对于顾颉刚的古史研究，时人并不满意，

甚至持批评态度。其中，部分学者对顾颉刚进行不

点名的批评。1931年 2月，冯友兰在《中国哲学史》

上册中指出：“从前研究中国学问者，或不知分别真

书伪书，或知分别而以伪书为无价值。”仅就哲学史

而言，如果考证出一本书为“伪书”，并不是要将之

“废”掉，而是要将书的时代“移后”，正可以作为“产

生之时代”的“史料”􀃊􀁉􀁗。对于冯友兰的这一观点，陈

寅恪在该书《审查报告》中颇表“了解之同情”，认为

“其取用材料，亦具通识”，然后重申了这一观点，即

古书的真伪，只是一个“相对问题”，要在考证出“伪

书”的“作伪时代及作者”，然后以此来说明这一作伪

的时代以及作者的思想。如此一来，“伪材料”则一

变为“真材料”􀃊􀁉􀁘。要而言之，冯、陈二氏认为，顾颉刚

等对古书的处理不当􀃊􀁉􀁙。

根据现有资料，冯友兰曾将《中国哲学史》上册

排印本送给顾颉刚指正􀃊􀁉􀁚。因此，顾颉刚对冯、陈二

氏的不点名批评应当有所了解。当然，这一批评是

一种误解。但在某种程度上，正是这种误解的存在，

使得顾颉刚不得不站出来，澄清自己的本意。

与上述间接批评相比，本文更为关注的是时人

的直接批评。1930年，一位燕京大学的学子就向顾

颉刚提出质疑：有了科学，就不该再迷信，也不应该

去研究迷信。比如，《世经》“完全是迷信的一个代

表，它的主要点是依据着什么五德五行，相胜相生的

把戏而出的。我们要去研究它，证实它，批驳它，的

确是一桩徒劳而无益的事情！经过我们研究以后的

它，早已被我们证实出假来了；更经过许多名人，如

崔述、崔适、康有为等，驳得刘歆走投不是路了！那

本来是无关重要的”􀃊􀁉􀁛。当然，这一批评并不只是这

位燕京大学学子的个人观点，而是代表了“一般人的

误解”􀃊􀁊􀁒。总之，在这些人看来，《世经》等属于“迷

信”，是“假”的，故没有研究的价值。

对于这一观点，顾颉刚进行了回应，认为虽然

“意思是很好”，实则没有想清楚“常识和学问的分

别”。就常识而言，“有了科学，就不该有迷信”，“很

说得通”。但是，就学问而言，“迷信是一件东西，也

是在科学家应当研究的范围之内”，故“研究科学，就

不必研究迷信”，“则很说不通”。仅以《世经》为例，

“对于上古史固然是假，对于汉代的史还是真的”。

因此，“我们要研究汉代思想及其在上古史上所发生

的影响”，就必须“理会这套把戏”􀃊􀁊􀁓。至此，“伪书移

置说”已经呼之欲出。

当然，由于《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》当时并未公

开出版，故学术界并不完全知晓上述观点。直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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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1年11月，顾颉刚在《古史辨第三册自序》中进行

了公开的回应。在此序中，顾颉刚首先对上述批评

进行了简要转引，即古书中的“伪材料”，就完全没有

必要“枉费力气去研究”。之后，顾颉刚进一步提炼

了自己的观点，即许多“伪史料”，将其置于造伪的时

代虽然不合，但置于造伪的时代，便将成为真实的史

料，而我们即可以通过这些史料去“了解那个时代的

思想和学术”。我们破坏这些“伪史料”，决不是要将

其“销毁”，而是将其时代“移后”，置于“出现的时

代”。这与其说是“破坏”，不如称之为“移置”􀃊􀁊􀁔。此

即“伪书移置说”。

不过，此说正式提出之后，有部分学者仍然对顾

颉刚的辨伪持有异议。其中，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

罗根泽。1931年4月，罗根泽在《管子探源·叙目》中

说：“辨伪者，每贵远贱近，崇古卑今，一若闲圣护道

者然。真古人者，奉为珍宝，舁于九天；伪于后者，视

如粪壤，抛于九渊。”在中国辨伪学史上，自胡应麟、

康有为之后，“流风所被，成为习尚，去取定于真伪，

是非判于古今，辨伪之书出，而古籍幾无可读。”其

实，“著书托名古人，斯诚卑矣”。但“周秦诸子，靡不

托古改制，苟言其之成理，持之有故，皆宜保存；惟疏

通明辩，使还作主，而不赝伪古人，乱学术之系统”。

比如，“《列子》出晋人，非列御寇作，近已渐成定谳。

晋人之书，传者绝尠，据此以究战国学术固妄；据此

以究晋人学术，则绝好材料，不得以其非列御寇作，

而卑弃不一顾”。因此，“与其辩真伪，必益以考年

代，始为有功于古人，有裨于今后之学术界”。但是，

需要指出的是，“史料之书，其功用在史实，后人向壁

虚造，自全无价值”。比如，“《竹书纪年》出汲冢，真

伪姑不论，今本全非汲冢之旧，淆混史实，错乱年代，

诚宜析辩而杂烧之”。此外，“言理之书，若《文子》之

袭《淮南》，慎懋赏本《慎子》之衲百家，割裂勦同，毫

无诠发，原书可读”。因此，“亦应疏通证明，无使滥

竽著作之林，而耗学子披读之功”。要而言之，“考年

代与辩真伪不同：辩真伪，迹追依伪，摈斥不使厕于

学术界，义主破坏；考年代，稽考作书时期，以还学术

史上之时代价值，义主建设”􀃊􀁊􀁕。除罗根泽之外，则还

有很多人批评说：“顾颉刚们说这部书伪，那部书伪；

照这说法，不知再有什么书可读！”􀃊􀁊􀁖

面对上述质疑，顾颉刚不得不在《古史辨第四册

序》中予以回应。在这篇序中，顾颉刚转引了罗根泽

的主要观点，然后强调说，“考年代”与“辨真伪”没有

严密的界限。所谓“考年代”，就是“辨去其伪托之时

代而置之于其真时代中”。换言之，“考年代是目的，

辨真伪是手段”。此外，顾颉刚还转引了前引“无书

可读”的批评，然后重申了“移置”的“旨趣”􀃊􀁊􀁗。

如上所述，顾颉刚早在走上“疑古”的道路之后

不久便初步形成了“移置”的观念，但其之所以在《古

史辨第三册自序》中正式提出这一学说，然后在《古

史辨第四册序》中重申此说，无疑主要是针对时人的

“误解”而做出的一种主动回应。通过这两次回应，

“伪书移置说”遂逐渐在学术界广泛传播开来。

二、“伪书移置说”的学术渊源

“大凡人类思想演进之迹，往往有途径可寻；在

某时代之中，必须经过某种阶级而后发生某种思想，

此亦科学的定理使然也。由是言之，后人之思想未

有不受前人之影响而成者也。”􀃊􀁊􀁘因此，若想对“伪书

移置说”有一个深入的了解，学术渊源的考察必不

可少。

有论者指出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“伪书移置

说”，最早可以上溯到胡应麟的观点􀃊􀁊􀁙。胡应麟在《经

籍会通》中评论陆深的《江东藏书目》时指出：“子渊

别录古书，不过《三坟》《汲冢》之流，当析而附之经、

史、子下，真者以作之时为次，伪者以出之时为次。”􀃊􀁊􀁚

这一“伪者以出之时为次”与顾颉刚的“移置”的观点

较为接近。我们还可以为这一判断补充一点外证，

《经籍会通》收录在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之中，而顾颉刚

在 1920年 12月便得到了这部书，并对其中的《四部

正讹》进行了系统的标点􀃊􀁊􀁛。因此，顾颉刚之所以能

够提出“伪书移置说”，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胡应

麟的启发。

不过，于今来看，这位论者的观点存在修正的必

要。因为，早在胡应麟之前，欧阳修即具备了类似

“移置”的观点􀃊􀁋􀁒。《易童子问》有言：

童子曰：“是五说皆无取矣，然则繁衍丛脞之言

与夫自相乖戾之说，其书皆可废乎？”曰：“不必废

也。古之学经者皆有《大传》，今《书》《礼》之《传》尚

存。此所谓《系辞》者，汉初谓之《易大传》也，至后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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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为《系辞》矣……《系辞》者谓之《易大传》，则优于

《书》《礼》之《传》远矣，谓之圣人之作，则僭伪之书

也。盖夫使学者知《大传》为诸儒之作，而敢取其是

而舍其非，则三代之末，去圣未远，老师名家之世学，

长者先生之余论，杂于其间者在焉，未必无益于学

也。使以为圣人之作，不敢有所择而尽信之，则害经

惑世者多矣。此不可以不辨也􀃊􀁋􀁓。

要而言之，在欧阳修看来，如果将《系辞》视为

“圣人之作”，便是“僭伪之书”，但其书并“不必

废”。因为，只要将之还原为后世“诸儒之作”，还可

“益于学”。

承前所述，“伪书移置说”的要义在于将“伪书”

置于造伪的时代。对比之下，二者的观点若合符

节。而且，最迟在 1920年 12月末，顾颉刚走上“疑

古”之路后不久，当注意到了欧阳修的辨伪文字􀃊􀁋􀁔。

翌年3月，顾颉刚则打算将《欧阳修集》尤其是其中的

《易童子问》收录到《辨伪丛刊》乙编􀃊􀁋􀁕。因此，顾颉刚

之所以能够建立“伪书移置说”，最早可以溯源到欧

阳修的上述观点。

近代以来，具备这一“移置”观念的学者更是不

乏其人。根据现有资料，较早意识到这一观念的是

钱玄同􀃊􀁋􀁖。1918年1月5日，钱玄同在日记中说，无论

是古文，还是今文，“都是不对”，但“若据以考古代之

社会思想及政治状况，就是那所谓今文家造了纬书，

古文家造的《周礼》《左传》也有用处”􀃊􀁋􀁗。此后，钱玄

同多次给顾颉刚写信，向其提及这一观点􀃊􀁋􀁘。

较之钱玄同的认识，梁启超的“移置”认识更为

系统、深刻􀃊􀁋􀁙。1922年，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

第五章专门开列了十二种“鉴别伪书之法”。而这些

方法不仅能够鉴别伪书，还可以“证明某书之必

真”。所谓“证明某书之必真”，其中有一条是：“书有

从一方面可认为伪，从他方面认为真者。”比如，如果

把《管子》和《商君书》视为“管仲、商鞅所作”，那么必

然是“伪”的，但如果据此“以考战国末年思想及社会

情状”，则为“绝佳的史料”。与此同理，如果谓《周

礼》为周公作，那么肯定是“伪”的，但如果“据以考战

国秦汉间思想制度”，则为“绝佳的史料”􀃊􀁋􀁚。继《中国

历史研究法》之后，梁启超又撰写了《古书真伪及其

年代》，系统地讲述了“伪书”的四种“功用”。其中，

第三种“功用”是“保存古代的制度”。比如，我们如

果把《周礼》用于研究周公时代的政治制度，就是错

的；但“若跟着《周礼》去研究战国至汉初的政制”，该

书则是“宝贵”的史料。而第四种“功用”是“保存古

代思想”。比如，我们若拿《列子》“来当做列御寇的

思想看，那便错了”；但“若拿来当做张湛的思想看”，

则是再好不过的史料􀃊􀁋􀁛。

继梁启超之后，具备这一“移置”观念的学者不

乏其人。1924年 7月，杨鸿烈在《晨报副刊》发表了

一篇题为《中国伪书的研究》的文章，文中专门谈到

了对“伪书”的“处置的态度”，认为“伪书”虽然不能

代表其“所依托的时代的生活与思想的真实状况”，

但完全“可以代表他们自己的时代的生活与思想的

真实状况”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把“伪书”作为“作伪时

代”的史料􀃊􀁌􀁒。

承前所述，顾颉刚的“伪书移置说”就是将“伪

书”置于造伪的时代，作为“绝好的史料”来“了解那

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”。对照之下，这一观点与上述

学者的观点如出一辙。而且，根据《顾颉刚日记》，顾

颉刚曾认真研读过梁启超的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和

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􀃊􀁌􀁓；而刊登杨鸿烈文章的《晨报

副刊》是其“按月装订保存”的报纸􀃊􀁌􀁔；至于钱玄同，则

是直接就这一观点与顾颉刚进行了交流。因此，顾

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“伪书移置说”，可以说还受到

了上述学者的影响。

总而言之，“后人之思想未有不受前人影响而成

者也”。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“伪书移置说”，从远

的来说是起源于欧阳修、胡应麟等古代学者的观点，

从近的来说则是受到了钱玄同、梁启超、杨鸿烈等近

代学者的启发。

三、历史的眼光、平等的眼光与“伪书移置说”的

建立

不过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

出“伪书移置说”，除了自觉地接受了前人的观点之

外，更在于其具备了“历史的眼光”和“平等的眼光”。

其一，所谓“历史的眼光”，简要言之，“只是寻源

溯流，认清时代的关系”􀃊􀁌􀁕。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，最

先自觉具备这一眼光的是胡适。早在 1917年 1月，

胡适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中就公开表示：“一时代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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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代之文学：周秦有周秦之文学，汉魏有汉魏之文

学，唐、宋、元、明有唐、宋、元、明之文学。此非吾一

人之私言，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。”􀃊􀁌􀁖此后，胡适还在

《历史的文学观念论》《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》

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建设理

论集〉导言》《〈国学季刊〉发刊宣言》等论文中不同程

度地阐述了这一观点􀃊􀁌􀁗。由此观之，这一观点的适用

范围并不限于“文学”，而是适用于整个“国故”。

对于胡适的这一“历史的眼光”，顾颉刚是十分

认同的。早在1920年10月，顾颉刚的好友叶圣陶给

他写了一封信，信中说自己对于《四部丛刊》等这些

书“从没留心过，今加注意，亦无甚可以有用的书

籍”，其中“集部最多，而集部最多糟粕”。此外，“《书

目答问》所列已是多不可言，教人无从下手，最好还

要去其十分之六七”。不过，顾颉刚并不同意这一说

法，于是答复说，自己“对于中国旧书，不能讲他有用

没有，因为一讲到用，便都是废料。我们现在做这项

工夫，应当把眼光注在‘史’上，还他在一个时代里的

价值；那么，便是最糟粕的集，也是不当偏废的

了”􀃊􀁌􀁘。今按所谓“史”的眼光，即是“历史的眼光”。

此后，顾颉刚又在《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》《答柳翼谋

先生》等文章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阐述􀃊􀁌􀁙。

与本文更为相关的是，“伪书移置说”即是这一

“历史的眼光”的产物。承前所述，顾颉刚在《古史辨

第三册自序》正式提出了“伪书移置说”。为了说明

问题，这里需要补充具体的例证。顾颉刚指出，如果

将《易传》“放在孔子时代自然错误”，但“放在汉初”，

则能够看出“那时人对于《周易》的见解及其对于古

史的观念”。与此相类似，齐、鲁、韩、毛四家诗把《诗

经》“讲得完全失去了原样”，对于《诗经》本身而言没

有价值，但如果想“知道《三百篇》成为经典”之时，是

怎样被讲授的以及原因，那么，这“四家诗”就成为了

“极好的汉代伦理史料和学术史料”。总之，《易传》

和四家诗虽然被一般人认为“伪材料”，应该“丢弃”，

但如果将之置于作伪的时代，则是“保存之不暇”的

史料。而“一般人以为伪的材料便可不要”，则无疑

是缺乏“历史观念”的表现􀃊􀁌􀁚。之后，顾颉刚又在《古

史辨第四册序》中再次阐述了这一观点。简要言之，

现今辨伪书，不能像秦始皇焚书一样。比如，说要

“辟《周官》伪，只是辟去《周官》与周公的关系”，而不

是要否认该书的价值。如果这本书是战国时人或是

西汉时人作的，那么，则是战国政治思想史或是西汉

政治思想史的史料。又如，“辟《左传》伪，也只要辟

去《左传》与孔子的关系”，而不是要否定该书的历史

价值、文学价值。要而言之，这即是“以汉还汉，以周

还周”􀃊􀁌􀁛。由此来看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“伪书移

置说”，有赖于“历史的眼光”。

其二，“平等的眼光”。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，最

先提倡这一眼光的学者也是胡适。1919年 2月，胡

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上卷出版，该书不分经学、子

学，对先秦各家的思想，一视同仁􀃊􀁍􀁒。如果用专业术

语来说，这“一视同仁”就是蔡元培概括的“平等的眼

光”􀃊􀁍􀁓。此后，胡适又专门从事古典小说，撰写了《〈水

浒传〉考证》《〈红楼梦〉考证》等作品，主张小说与经

典作品有着“同样的位置”。由此而言，若想整理国

故，须具备一种“平等的眼光”。

顾颉刚是较早接受这一眼光的学者。1923年 1
月，顾颉刚在《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》一文中表

示：要“用平等的眼光去整理各家派或向来不入家派

的思想学术”􀃊􀁍􀁔。此后，顾颉刚还在《妙峰山进香专

号·引言》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

始刊词》《古史辨第一册自序》等文献中对这一“平等

的眼光”进行了宣传和表述􀃊􀁍􀁕。总之，在顾颉刚看来，

“平等的眼光”是整理国故应取的态度。承前所述，

顾颉刚在《古史辨第三册自序》中正式提出了“伪书

移置说”，并举出《易传》与四家诗作为例证。之后，

顾颉刚在《古史辨第四册序》中又将《周官》和《左传》

作为例证。按照一般人的见解，《易传》是“伪材料”，

四家诗是“胡说”；而《周官》与《左传》是“伪”书。但

在顾颉刚看来，这些“伪的”或者“胡说”的书或者材

料，与“真的”书或者材料一样，都有“保存”与研究的

价值。要而言之，二者的价值和地位是“平等”的。

由此来看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“伪书移置说”，还

有赖于“平等的眼光”。

如上所述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“伪书移置

说”，不仅在于自觉地接受了前人的类似观点，更在

于其具备了“历史的眼光”与“平等的眼光”。正是这

两种眼光的“相互作用”，才将过往学者已经触及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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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“移置说”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论高度。

四、“伪书移置说”的积极反响

大凡一个突破性学说问世之后，都会产生一定

的反响。因此，在对“伪书移置说”的提出缘起、学术

渊源与基本内涵进行了一番研讨之后，有必要对该

说的反响进行一个初步的考察。

近代以来，在中国古书考辨工作上，最先具有自

觉意识的是胡适。1919年2月，胡适在《中国哲学史

大纲·导言》中说：“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

工夫。”但是，要将假史料完全弃去不用。就中国哲

学史而言，《易经》“乃是一部卜筮之书”，故“全无哲

学史料可说”；《尚书》“没有信史的价值”；而只有《诗

经》因书中的日食得到了证实，才“算得是中国最古

的史料”。因此，“作哲学史”“只可从老子、孔子说

起”􀃊􀁍􀁖。于今来看，关于胡适的这一“截断众流”的做

法，虽然被蔡元培认为是一种“扼要的手段”􀃊􀁍􀁗，但实

则缺乏彻底的“历史的眼光”与“平等的眼光”。早在

1924年7月，杨鸿烈在《中国伪书的研究》中即指出，

“自来处置伪书的态度有两个不同的派别”，一是“放

任派”，“这派对于真的古书和伪的古书都一视同仁，

毫无偏私，他们以为读书便是读书，何必劳精费神去

管他是真是假”。与这一派不同的是“排斥派”，“这

派对于已证实的伪书固然是严格的排斥，就是疑性

很大的古书也不征引”。其中，胡适是以“排斥伪书”

“求得信史”为目的的“先觉”，其“在所著《中国哲学

史大纲》卷上就连《左传》《周礼》《尚书》等可疑的书

都一概不征引”。这种办法虽“是得当是合理的”，但

“我们还想进一步来将所有伪书像废物似的利用来

丰富史料的内容，设法把所有伪书造作时代的‘或然

数’考证出来”􀃊􀁍􀁘。于今来看，杨鸿烈的批评颇能成

立。要而言之，胡适在“审定史料的真伪”之后，不仅

没有以“平等的眼光”看待“伪书”和“真书”，更没有

以“历史的眼光”将之置于“作伪”的时代，从而使之

成为一种可靠的“真书”。

较之胡适，顾颉刚的这两种眼光则有过之而无

不及。早在 1921年 1月，顾颉刚在写给钱玄同的信

中说：“因为想做史学，所以极要搜集史料，审定史

料。”􀃊􀁍􀁙1935年 9月，顾颉刚在《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

与辨伪》中则直言：“研究历史，第一步工作是审查史

料。”􀃊􀁍􀁚不过，承前所述，“审查史料”之后，顾颉刚并不

主张将之“除去不用”，而是将之置于造伪的时代，使

其成为“绝好的史料”。由此来看，“伪书移置说”之

提出，不仅消极地纠正了此前胡适的“伪书”认识偏

差，更积极地深化了人们对“伪书”的科学认识。科

学的认识一般会得到人们认可。顾颉刚“伪书移置

说”提出之后，即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正面回应。最早

注意到顾颉刚“伪书移置说”的是容媛。1931年 12
月，容媛对《古史辨》第三册进行了简要介绍，注意到

顾颉刚在该书《自序》中述说的古书“建设”“只是恢

复其原来面目”，而古书“破坏”“只是移出其所托之

时代而置之于出现之时代之意”。对此，容媛表示：

“古史材料日出不穷，诚不当以古书自限，然古书既

占古史之重要地位，则古书材料之分析及其时代之

考定，确为今日急迫之需求。”􀃊􀁍􀁛由此可见，容媛对于

“伪书移置说”是颇表认可的。

继容媛之后，还有一些学者接受了顾颉刚的“伪

书移置说”。1934年 6月，齐震在《中国社会史研究

方法的商榷》一文中先是强调，“传说与伪书的本身

也是具有史料的价值”。比如，“《列子》是晋人伪撰

的，虽然不能代表庄周以前列御寇的学说，但用来讲

魏晋间的哲学思想是极好的”。又如，“《西京杂记》

是晋葛洪作的而伪托给刘歆，拿他讲西汉的历史便

错了，用他来推测晋人的风俗制度便有相当可取的

材料”。之后，齐震则表示：“谈到史料问题则顾颉刚

的《古史辨》是不可不注意的，他用校勘学做基本方

法，在过去的史料(记载)中证明他所发见的‘层累地

造成的古史’一条定例。”本来，“顾颉刚的史学，与其

说是‘史学’无宁说是‘史料学’。他对于古书的素养

比较深，所以他关于材料整理的见解是可取的”，而

《古史辨第三册自序》就是一个例证􀃊􀁎􀁒。由此来看，齐

震之所以主张《列子》《西京杂记》等具有史料的价

值，当是受到了顾颉刚“伪书移置说”的直接启发。

除齐震外，受“伪书移置说”影响的还有陈恭

禄。1936年，陈恭禄在《中国上古史史料之评论》中

指出：“上古典籍存于今者，数实无几。”孔子以前之

典籍存于今者，仅有《尚书》《周易》《诗》《春秋》。其

中，“《尚书》之可信者不足二十篇，均为殷周文字”。

至于“后人伪托之书，关于思想者，定其著作年代，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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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作为某时代之思想，伪托之史料，除特别用途而

外，决无一顾之价值”。此外，陈恭禄在论及《诗经》

成书之年代及其真伪可信之价值时专门提到了《古

史辨》第三册中顾颉刚、俞平伯的观点􀃊􀁎􀁓。由此可见，

陈恭禄之所以认为伪托之书有特别用途，在一定程

度上应该是受到了顾颉刚“伪书移置说”的影响。

不过，较之上述学者的单向接受，更值得关注的

是部分学者的修正与进一步发挥。其中较有代表性

的学者是吕思勉􀃊􀁎􀁔。1941年 12月，吕思勉在《先秦

史》中对“古史材料”进行“料检”时批评说，近二十年

来，“疑古”之风盛行，“学者每訾古书之不可信，其实

古书自有其读法”。而且，“伪书仍有其用”。比如，

在经书之中，《尚书》中《尧典》《禹贡》等，“决为后人

所作，然亦可见其时之人所谓尧、舜、禹者如何”；《周

官》“盖战国时学者所述”，“信为周公致太平之书”固

“诬”，然“战国时制者，独赖此书之存”。又如，在子

书中，“《家语》《孔丛子》虽为伪物，然古书无全伪者，

除以私意窜入处外，仍多取古籍为资，实足与他书相

校勘”；“《列子》乃晋人伪书，然亦多有古书为据，善

用之，固仍有裨史才，而尤可与《庄子》相参证”􀃊􀁎􀁕。于

今来看，吕思勉对“疑古”的这一不点名批评，或是一

种误解。其提出的“伪书”存有作伪时代的观念或制

度，与前述顾颉刚的“伪书移置说”并不冲突。不过，

吕思勉并不囿于这一认识，而是进一步认为“伪书”

之中“多有古书为据”。

除吕思勉之外，进一步发挥“伪书移置说”的代

表性学者还有翦伯赞􀃊􀁎􀁖。1946年10月，翦伯赞在《略

论搜集史料的方法》讲到“史料择别与辨伪学”的时

候指出，“到近代，辨伪学仍在继续发展”。其中，“顾

颉刚编的《古史辨》，对于辨伪也有不少的贡献”。而

“辨别了书的真伪以后，我们就可以从真书上找史

料。但这并不是说，伪书完全无用。伪书之所以不

能用，是因为著作者不用他自己的名字，而要伪托古

人，以致使作品的时代不明。因而只要我们确知了

伪书的作伪时代，则伪书还是可以用作作伪时代的

史料”。而且，“研究史前时代的历史，伪书上的史料

也可以引用”。因为，“史前时代的人，尚无文字。没

有文字时代的人，当然不能留下任何文字的记录”。

“今日所有关于史前时代之文字的记录，不论是载于

真书，抑或载于伪书，都是有文字以后的人伪托的。”

因此，“辨别史前史料之是否确定，不能依于文献的

真伪，而是要以这种史料是否与考古学的发现相符

以为断。合于考古学发现的，就是伪书上的传说，也

可以用为旁证；反之，即使是真书上的史料，也要存

疑”􀃊􀁎􀁗。由此而言，翦伯赞不仅认识到“伪书”置于作

伪时代的史料价值，还进一步提出了“伪书”在史前

时代的“旁证”作用。

综上所述，顾颉刚正式提出“伪书移置说”之后，

不仅纠正了胡适对“伪书”的认识偏差，还深化了对

“伪书”的认识。因此，此说得到了容媛、齐震、陈恭

禄等人的基本认可。而吕思勉、翦伯赞则在批评或

认同此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“伪书”中还有“真

史料”的观点。要而言之，顾颉刚的“伪书移置说”是

一个科学的认识，推进了中国古书考辨工作的发展。

注释：

①徐旭生：《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(修订本)》，北京：科学出

版社1960年版，第22页。

②胡新生：《略论“古史辨”派的古史研究方法》，《史学月

刊》1993年第6期，第28～31、42页。

③王学典：《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顾颉刚》，《光明日报》，

2011年1月11日，第13版。

④冯友兰：《中国哲学史》上册，《三松堂全集》第 2卷，郑

州：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258～259页；陈寅恪：《冯友

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》，陈寅恪著，陈美延编：《陈寅恪

集：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01
年版，第 280页；罗根泽：《管子探源》，上海：中华书局 1931年
版，第1页。

⑤顾颉刚：《古史辨第三册自序》，《顾颉刚古史论文集》第

1卷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11年版，第103页。

⑥王汎森：《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》，罗志田主编：《20
世纪的中国：学术与社会(史学卷)》上册，济南：山东人民出版

社2001年版，第64页。

⑦葛兆光：《中国思想史》导论，上海：复旦大学出版社

2001年版，第133页。

⑧桑兵：《“了解之同情”与陈寅恪的治史方法》，《社会科

学战线》2008年第10期，第10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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